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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影响下藏东南帕隆藏布流域
高山区泥石流的地貌效应

余国安 1，鲁建莹 1, 2，李志威 3，侯伟鹏 1, 2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陆地水循环与地表过程重点实验室，北京100101；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100049；3. 武汉大学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72）

摘要：高海拔或高纬度山区（尤其高山冰川及冻土急剧消退区）常孕育适宜泥石流发育的地形

和物源条件。气候变化（如升温、强降雨事件增多等）影响下，高山区潜在孕灾环境更易于成

灾，泥石流成为主要的灾害类型和物质输移方式，也是高山区地貌变化的重要驱动力。由于野

外监测困难，数据资料匮乏，鲜有针对高山区泥石流过程地貌效应的分析报道。以中国藏东南

高山区泥石流多发的帕隆藏布流域为研究区，以古乡沟、天摩沟和扎木弄沟为典型小流域，结

合遥感影像、DEM数据、无人机航拍、高精度RTK测量和野外踏勘调查，分析泥石流沟道地貌

发育特征（冲淤变化、平面摆动）及其对主河河流地貌的影响，并探讨大规模泥石流事件影响下

河谷地貌的长期演变趋势。高山区泥石流过程强烈塑造沟道自身地貌，上游物源区深切展宽

和溯源蚀退，沟口堆积扇冲淤变化受控于泥石流事件规模和水流强度。泥石流过程显著影响

主河道河流地貌，造成主河道横向冲淤和摆动，并影响堰塞体上游河段平面形态发育。长时间

尺度上，河谷地貌在平面上发育形成宽窄相间的藕节状而在纵剖面上形成台阶状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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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海拔或高纬度山区（简称高山区）是全球地貌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气候变化
的大背景下，近几十年来，国内外高山区冰川、冻土、积雪整体上多处于快速消融退缩
状态[1-3]，这些区域（尤其高山冰川、冻土急剧消退区）常孕育适宜泥石流发育的地形和
物源条件。泥石流成为高山区主要的灾害类型和物质输移方式，也是区域地貌变化的重要
驱动力。

尽管高山区泥石流的起动区多为人迹罕至的高山冰雪/冻土坡面（或上游沟谷），但
由于其流速高，演进距离长，且在演进过程中规模常会显著增大，因而这类泥石流过程
多破坏力巨大，易造成下游基础设施及居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高山区众多典型泥石
流灾害事件，如1962年和1970年秘鲁安第斯山脉Rio Santa山谷泥石流[4]、2002年俄罗斯
高加索山区北奥赛梯 Kolka-Karmadon 冰川泥石流 [5]、2010 年加拿大 Meager 山区泥石
流 [6]、2012年和 2017年瑞士阿尔卑斯山区Bondasca山谷泥石流[7]、中国藏东南、川西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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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山及新疆天山地区等多发的冰川（或冰雪—降雨耦合）泥石流，以及2021年印度北部
北阿肯德邦喜马拉雅山地冰湖溃决泥石流等表明，应高度重视高山区泥石流的现实危害
和潜在风险。

泥石流运动伴随强烈的侵蚀—搬运—堆积过程，不但沟道自身发生强烈冲淤变化，
还输送大量泥沙进入主河，改变河道水沙过程和地貌形态，并影响河谷地貌的长期演
变，因而具有显著的地貌效应[8-11]。由于泥石流过程通常伴随上中游沟道的强烈冲蚀和下
游沟道剧烈淤积，相关研究致力于明晰影响泥石流冲刷能力和淤积规模的主要因素[12-13]，
如分析沟道坡度[14-15]和泥石流体物质构成（水分含量、颗粒粒径） [16]等与泥石流侵蚀能力
和堆积特征的关系；探讨泥石流流变特性对冲积扇地貌形态的影响[17]等。另外，对泥石
流沟纵剖面演化模式[18]、泥石流底蚀[19]和侧蚀[20]过程作用机制、不同地貌特征的泥石流沟
发育类型[21]，以及泥石流与主河交汇机理[22]等方面也开展了探索。

近年来，尽管气候变化及其灾害过程对高山区地貌的影响逐渐受到关注[23-24]，但由于
监测困难，数据资料匮乏，有关高山区泥石流的地貌效应仍鲜有研究报道。受气候变化
（升温和降雨增多）的影响，高山区潜在孕灾环境更易于成灾，泥石流的频率和规模均可
能发生不利变化。理解高山区泥石流地貌效应有助于泥石流灾害的合理避让和风险防
控，不但有重要的科学价值，而且是紧迫的现实需求。本文以中国藏东南地区高山泥石
流频发的帕隆藏布流域为研究区，分析典型泥石流沟谷冲淤变化和沟道地貌发育特征，
阐明泥石流事件对主河河流地貌的影响，并探讨大规模泥石流事件影响下区域河流地貌
的长期演变。

2 研究区及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
帕隆藏布流域位于藏东南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北部，是雅鲁藏布江下游主要支流（图

1），其流域面积约2.86万km2，干流河长266 km，落差3380 m，平均坡降12.7‰，多年
平均年径流量约300亿m3 [25-26]。这一区域地层岩性以中—深变质岩为主，包括片岩、片麻
岩、变粒岩、角闪质岩、大理岩等，局部出露花岗岩[27]。区域地处东喜马拉雅构造结，
地壳新构造运动强烈，抬升显著，地震频率高[26]。这里山高坡陡谷深，地形变化剧烈。
由于地处西南季风进入青藏高原的重要水汽通道上，帕隆藏布流域降水丰沛，海洋性冰
川广布 [28]。受区域地层岩性、地壳运动、地形地貌、气候、人类活动等因素的共同影
响，流域内山地灾害多发，灾害点广泛分布[26, 29]。20世纪60年代以来，帕隆藏布流域气
温和降雨发生明显变化，尤其升温趋势十分显著（图2）。在这一背景下，流域内海洋性
冰川快速消融退缩[1, 30]，大量松散冰碛物外露。气候变化使流域潜在孕灾环境更易于成
灾，客观上促进了泥石流灾害发生[31]，改变或重塑沟谷乃至流域地貌过程。

选取帕隆藏布流域3条泥石流多发小流域（古乡沟、天摩沟和扎木弄沟）为研究对
象（图1b~1d），分析沟道自身地貌发育特征及泥石流事件对主河河流地貌的影响。3条
流域近期泥石流活动都较为活跃（表1），成因主要包括降雨、升温导致的滑坡、冰/岩崩
等，以土力类过程触发形成泥石流为主。3 条流域泥石流的发育历史涵盖近百年至十
年，一定程度上可反映不同发育阶段泥石流沟道的变化特征。
2.2 研究方法

对研究区河道和典型泥石流沟谷进行野外实地踏勘调查。采用图帕斯（TruPulse
200, 量程1000 m ±20 cm）激光测距仪测量沟道（河道）地形（距离、高差、坡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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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无人机（DJI Phantom 4 Pro）航拍沟道出口冲积扇地形；同时布置参考控制点，采
用高精度RTK系统（合众思壮G970II Pro）测量以矫正航测数据高程误差。航拍影像经
Pix4D mapper、Cloud Compare、ArcMap软件处理，获得亚米级精度DEM数据。目前在
典型泥石流沟道出口冲积扇开展4次无人机航拍（时间分别为2020年5月中旬、9月下旬
和 12月上旬、2021年 5月中旬），以精细记录年内汛前和汛后泥石流冲积扇冲淤变化和
流道摆动。由于研究区谷深坡陡，地形变化大，沟道的流通段和物源区未进行航拍。

搜集整理研究区典型泥石流事件和地貌过程有关历史文献资料。下载SRTM 3 （90
m精度）、ASTER GDEM V3 （30 m精度）高程数据，运用ENVI、ArcGIS软件对DEM
数据进行坐标系转换、几何校正、裁剪拼接等处理，提取河道纵剖面和典型沟道地形。
基于Google Earth数据得到古乡沟上游物源区横断面。在USGS、地理空间数据云网站下
载帕隆藏布流域 1987—2021年Landsat系列（Landsat 5、Landsat 7、Landsat 8）遥感影

注：图b~c为2016年资源3号卫星影像；图d为2018年Landsat 8影像；虚线 I-IV为横断面位置。

图1 帕隆藏布流域及3条典型泥石流沟示意图
Fig. 1 The Parlung Zangbo basin and three typical debris flow gul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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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数据，以比较典型泥石流事件发生前后河道平面形态变化。选取不同年份非汛期遥感
影像进行解译分析，采用ArcGIS、Photoshop软件对影像进行波段合成、裁剪拼接等处
理。为定量分析堰塞体上游河道分汊强度变化，采用辫状强度系数BIT和PT进行计算[32]：

BIT =∑NL NXS （1）

PT =∑LL Lr （2）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气象科学数据中心(http://data.cma.cn)。

图2 1961—2020年藏东南波密站气温和降雨变化
Fig. 2 Variations of air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monitored at Bomi Meteorological Station

in southeast Tibet during 1961-2020

表1 古乡沟、天摩沟、扎木弄沟基本特征及典型泥石流事件
Tab. 1 Characteristics and typical debris flow events in Guxiang, Tianmo and Zhamunong gullies

古乡沟

天摩沟

扎木弄沟

流域面积
(km2)

25.2

17.8

29.4

主沟长度
(km)

8.7

7.1

9.7

高程
(m)

6298~
2530

5560~
2460

5616~
2186

平均纵坡
(%)

25.6

27.2

27.7

泥石流暴发
时间

1953.09.29

1975

2005.07.30—
08.06

2020.07

2007.09.04

2010.07.25

2010.09.03

2018.07.11

1900

2000.04.09

2015.08

2020.07

泥石流规模
(106 m3)

11

/

0.3~0.4

/

~1.0

0.1~0.5

0.1~0.5

0.18

510

280~300

0.06

0.01~0.1

成因

1950 年地震引发滑坡堵塞沟
谷上游形成堰塞体；1953 年
降雨和升温造成堰塞体溃决

冰崩

升温及强降雨引发冰崩滑坡

降雨

升温和降雨引发冰崩/岩崩/
滑坡

强降雨和升温引发崩滑堵塞
沟道，后溃决

降雨升温

升温及降雨引发岩崩

前期降雨和升温

升温和降雨引起滑坡

降雨

降雨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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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BIT即河段平均汊道数（又称汊道数指数）；∑NL为河段横断面总汊道数；NXS为河
段等距分段后的横断面数；PT为河段汊道总长度与河段长度比值；∑LL为河段所有汊道
总长度（m）；Lr为河段长度（m）。

3 结果

3.1 泥石流沟自身地貌的发育特征
泥石流的起动和演进伴随沟道短暂而剧烈的冲淤变化。泥石流的冲淤过程是泥石流

和沟道相互作用的过程，其影响因素包括泥石流体性质、流量、流速、侵蚀基准以及沟
床和沟岸物质组成等。帕隆藏布流域的泥石流沟道上游物源区多为粒雪盆，蓄积冰川积
雪、冰碛物等。受气候变化影响，帕隆藏布流域冰川积雪消融蚀退，如天摩沟上游冰川
面积从 2000年 1.77 km2缩小到 2013年 1.42 km2 [38]，大量原本受冰雪覆盖的冰碛物外露，
为泥石流发生准备了适宜的物源和地形条件。

泥石流沟谷上游物源区的沟道地貌变化以下切、展宽和溯源蚀退为主要特征。古乡
沟上游物源区是典型的高山冰蚀围谷，其内蓄积了巨量的冰碛物（和坡积物）。1950年
以来，升温和降雨形成的冰川融雪径流及滑坡、崩塌、泥石流过程不断切割冰蚀围谷内
的冰碛物坡体，沟道尺度规模不断增大，地形愈发破碎（图3a~3c）。基于文献[33]数据示
意性勾勒的古乡沟上游主沟道（图3b）的断面变化（图3d）显示，自1953年古乡沟特大

注：断面Ⅰ视角向上游，基于Google Earth高程数据生成；图b为2015年漆力健摄；图d数据来源于文献[33]。

图3 古乡沟上游物源区地貌发育过程
Fig. 3 Morphology evolution of the debris source area at the upper reach of the Guxiang G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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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石流发生后，其上游主沟道经历了强烈的冲刷切深和侧蚀展宽过程（1953—1965年更
为显著），后由于物源区沟道下段逐渐切至基岩，其下切速率受到抑制，展宽速率也相应
降低。同时，由于强烈的溯源侵蚀，主沟道末端向上游推进了约2 km。古乡沟物源区沟
道的发育过程实际上就是“准”泥石流物源向真正泥石流转化的过程。需要指出，文献[33]

中古乡沟物源区主沟道深度与基于Google Earth、ASTER GDEM等地形高程数据提取得
到的沟道深度相差较大，可能是断面位置不同或两个数据源各自误差累积所致，并不影
响对沟道地貌变化过程基本特征的反映和刻画。

沟道中游一般为泥石流流通区，其冲淤变化主要受沟道物质构成的影响（图4）。古
乡沟流通区主要为基岩峡谷，横断面形态基本没有变化，但由于峡谷出口近年布置泥石
流拦挡工程，漂卵石在峡谷段堆积，断面淤积抬升（图4a）。天摩沟和扎木弄沟中游沟道
主要由松散冰碛物或坡积物构成，仍以切深展宽过程为主（图4b~4c），为泥石流演进进
一步提供物源补给，促进泥石流规模增大。

泥石流出口堆积扇的地貌形态变化受泥石流规模和径流强度共同影响。尽管处于泥

石流运动活跃期的流域其沟口堆积扇一般多呈净淤积状态，但通常有显著的冲淤变化，

其变化幅度与上游来水来沙过程密切相关。泥石流从上游搬运大量固体物质到出口堆

积，整个过程历时短但强度大，堆积扇常显著淤积抬升。泥石流事件之间的间歇期，沟

道形态变化缓慢，在水流持续冲刷作用下，沟床逐渐下切，其速率受水流能量（由流量

和坡降决定）、堆积扇物质构成等因素影响，而这些影响因素又与降水、气温、沟床物质

组成（大颗粒粒径及粒径级配）息息相关。总体而言，泥石流事件引起沟口堆积扇淤积

抬升，一般水沙过程（尤其汛期洪水过程）促进沟道冲刷下切。

基于沟口冲积扇4次（2020年汛前1次，汛后2次；2021年汛前1次）无人机航测生

成高精度DEM，提取3条典型沟道冲积扇平面形态、主沟道纵剖面和典型横断面，分析

泥石流沟道年内平面摆动和冲淤变化特征（图5~图10）。2020年汛期扎木弄沟和古乡沟

均发生泥石流（时间7月11日左右，但具体暴发时间未知），天摩沟未发生泥石流。

由于上游物源减少及工程措施控制，2020年古乡沟（图5a）泥石流输送的固体颗粒

被大量拦蓄于中游峡谷段（图6），进入沟道下游的泥石流规模很小或弱化为高含沙水流

甚至山洪，沟道主流线发生显著横向摆动（图 7a），且下游沟道冲刷下切（图 8a、图

9a）。天摩沟2020年没有发生泥石流事件，但是泥石流扇体形态发生变化，相对于2020

年5月份，9月份扇体与帕隆藏布交汇处明显蚀退（图5b，红线），这主要是因为汛期帕

隆藏布江水流流速和流量显著增大，剧烈淘蚀、冲刷扇体边缘，沟道主流线也有所摆动

（图 7b）。由于汛期未发生泥石流，缺乏高强度来沙，天摩沟沟道下游从 2020年 5月到

2021年 5月明显下切（图 8b、图 9b）。扎木弄沟泥石流事件搬运下来的泥沙几乎完全覆

注：红色箭头示意坡积物滑坡崩塌，沟道下切展宽；图a余国安于2019年拍摄；图b~c余国安于2020年拍摄。

图4 泥石流沟中游流通区物源特征
Fig. 4 Debris mass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ferring sec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three gul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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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原来的沟口冲积扇，形成明显区别于周边环境的新泥石流堆积区，扇体区域显著展

宽、增大（图5c、图10），沟道主流线在局部区域发生摆动变化，但幅度较小（图7c），

堆积扇横断面2020年9月明显高于2020年5月、12月及2021年5月，说明扇体在汛期显

著淤积抬升，非汛期侵蚀下切（图8c、图9c）。

3条泥石流沟出口冲积扇主流道纵剖面和典型横断面变化显示，扇体冲淤变化汛期
主要受上游泥沙输运（尤其泥石流过程）影响，而非汛期主要受水流侵蚀影响。古乡沟

图5 基于无人机航拍数据生成的泥石流沟沟口堆积扇
Fig. 5 The deposit fans of the three gullies produced based on UAV data

625



地 理 学 报 77卷

泥石流由于受中游峡谷出口泥石流格
栅坝等工程措施的控制，漂石卵石等
大粒径颗粒基本被拦挡，仅含沙水流
进入沟口堆积扇，实际上强烈冲刷堆
积扇，造成沟床下切，纵剖面线下移
（图 8a），且汛后主流道发生变化（图
9a）。古乡沟沟口堆积扇的冲淤变化说
明工程控制措施对于局部地貌过程有
重要影响。天摩沟由于未发生泥石
流，出口堆积扇明显侵蚀下切，尤其
主沟道 （图 8b、图 9b）。扎木弄沟由
于汛期发生泥石流，沟口扇体显著淤
积，非汛期则逐渐冲刷下切 （图 8c、
图9c）。
3.2 泥石流对帕隆藏布河流地貌的影响
3.2.1 河道地貌形态变化 两岸发育有
泥石流沟的河流，其地貌演变除受上
游来水来沙影响外，相当程度上还受
支流泥石流过程的影响。泥石流对主
河的影响主要取决于泥石流规模（输
沙强度）与主河水流强度的对比。大规模泥石流短时间内输送巨量泥沙进入主河，可能
形成堰塞坝或水下堰塞体，部分甚至完全堵断主河，如扎木弄沟1900年滑坡泥石流堵塞
易贡藏布形成易贡湖。近期，天摩沟四次大规模泥石流显著改变帕隆藏布河道平面形态
（表1、图11、图12）。

大规模泥石流运动抬高入汇处主河的河床高度，压缩水流宽度，对入汇口附近主河
道的水流结构和流态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引起河岸局部淘刷蚀退、凹冲凸淤等地貌强烈
变化。天摩沟泥石流堵塞主河后，改变河流流向，主流呈折线冲向对岸，由此形成横向
连锁反应，原来相对较为窄深的单一河道逐渐发育成宽阔游荡的辫状河道（图 11、图
12）。由于堰塞体抬高了入汇主河附近河段的侵蚀基准，长期影响下，堰塞体上游河床淤
积抬升，将发育形成平缓、宽阔的河谷，而堰塞体下游河道冲刷作用变强，河道下切。

图7 3条泥石流沟出口冲积扇沟道主流线摆动情况
Fig. 7 Wandering of main stream of the three gullies

before and after the flood season

注：余国安于2020年拍摄。

图6 古乡沟中游峡谷出口泥石流工程设施拦蓄泥石流固相(视角向沟道上游)
Fig. 6 Engineering works built at the canyon outlet of the Guxiang Gully to intercept sediment (facing upstream of the g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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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平面河型变化 高强度泥石流运动输送巨
量泥沙进入主河，也强烈影响河道平面形态
（河型）发育。总体上，堰塞体上游由于泥沙淤
积，河型由单一的窄深下切河道发育形成宽阔
的辫状河道 （多汊道系统）。基于 1987—2021
年古乡湖和易贡湖非汛期遥感影像（图 13）解
译分析，得到河道辫状强度系数 BIT和 PT （图
14）。

古乡湖和易贡湖河道辫状系数的变化显示
（图14）：① 无泥石流事件时，两个湖区河段的
辫状强度系数大体呈升高趋势，说明湖区河段
汊道在逐渐发育（即大型汊道冲刷下切，新的
汊道逐渐形成）。② 泥石流事件通常引起主河
河道辫状强度系数下降，但下降幅度受制于泥
石流规模。如，2000年扎木弄沟巨型滑坡泥石
流（规模 2 亿~3 亿 m3），BIT和 PT均显著下降。
这个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泥石流过程输送泥沙
淤高堰塞体，堰塞体上游水位相应上升，促进
上游泥沙落淤。一方面，湖区水位上升使得原
本出露水面的沙洲没入水下，汊道合并；另一
方面，因堰塞体抬升，湖区上游河段来沙将更
易于在湖区落淤，汊道数量和长度降低，因而
辫状系数下降。相对而言，2015年和2020年扎
木弄沟的泥石流规模要小很多（约1万~10万m3

量级），BIT和 PT原有的变化趋势（逐渐升高）
基本没有改变。③ 泥石流事件后，随着堰塞体
被水流冲刷而高度逐渐下降和湖区泥沙冲淤达
到新的平衡，湖区河段汊道又开始发育，辫状
系数逐渐上升。如此往复，循环变化。

4 讨论

4.1 河谷地貌稳定的负反馈响应
藏东南地区地壳运动活跃，更新世以来一

直处于强烈抬升中。地壳抬升的同时伴随流水
侵蚀，河床不断下切，河谷高差变大，坡体势
能累积。随着坡体逼近临界平衡状态，势能的
释放将成为偶然中的必然，滑坡、泥石流等地
质灾害事件是势能释放的主要方式。气候变化
（气温上升、降水增多）和地震等外营力均易引
发滑坡、泥石流，将大量泥沙输运至主河，促
使河床淤积抬升，并触发河床结构、水沙动态

图9 汛期前后泥石流沟出口堆积扇典型横断

面冲淤及主沟道摆动
Fig. 9 Variation of cross sectional profiles and

wandering of main stream before and after

the flood season

图8 沟口冲积扇主流道纵剖面冲淤变化
Fig. 8 Incision/siltation of the longitudinal profile of

the main streams of the three gullies at the deposit 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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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河流地貌相应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反过来抑制岸坡进一步失稳，形成负反馈，促使
河谷地貌进入新的相对稳定阶段（图 15）。因而，泥石流等高强度物质输移过程是区域
地貌变化的重要驱动力。
4.2 河谷地貌的长期演变

峡谷地区河道由于受滑坡、泥石流等事件影响，入汇处的河床会显著淤积抬升，并
可能形成堰塞体（尼克点），抬高侵蚀基准面。如果堰塞体维持稳定，则在长期尺度上，

堰塞体上游河道冲刷作用减弱，逐渐转变为平缓宽阔的河谷；堰塞体下游河道继续侵蚀

冲刷，下切过程占据主导地位，岸坡势能逐渐增加。随着坡体势能的不断累积，超过临

界平衡后，岸坡失稳产生新的堰塞体，形成下一个尼克点。从整体上看，长期时间尺度

注：余国安于2020年拍摄。

图10 2020年汛期泥石流事件前后扎木弄沟沟口堆积扇冲淤变化
Fig. 10 Variation of deposit fan of Zhamunong Gully before and after debris flow in flood season in 2020

图11 天摩沟泥石流事件前后帕隆藏布河流地貌变化
Fig. 11 Change of morphology of Parlung Zangbo River before and after debris flows from Tianmo G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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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天摩沟泥石流引起帕隆藏布干流河岸冲淤横向连锁反应
Fig. 12 Cascade effects of lateral scouring/siltation of the Parlung Zangbo River caused by debris flows in Tianmo Gully

图13 1987—2021年古乡湖和易贡湖遥感影像
Fig. 13 Remote sensing images of Guxiang and Yigong lakes from 1987 to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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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下，帕隆藏布由单一下切河道逐渐演变成纵向上呈

台阶状（图16）而平面上呈宽窄相间的“藕节状”的地

貌形态[45]。目前帕隆藏布流域已经形成波密古湖、波堆

湖、古乡湖等明显尼克点，而天摩沟自从2007年发生泥

石流以来，不断输运泥沙进入帕隆藏布，水下堰塞体增

高，天摩沟未来能否会形成较为稳定的尼克点以及天摩

沟下游是否会发生新的滑坡泥石流事件并形成新的尼克

点值得关注。

4.3 气候变化背景下高山区物质输移主导形式（地质灾害
类型）变化
高山区物质输运形式主要包括冰川运动、冰崩、雪

崩、崩塌、滑坡和泥石流。末次冰盛期时，全球气温偏
低，冰川面积广布，冰川运动占据主导地位，冰碛垄常
沿沟谷向下运动深入主河，形成冰碛坝，目前帕隆藏布
左岸仍分布众多冰碛坝遗迹 （图 17），这些冰碛垄
（坝）多处于河谷阴坡。随着冰消期的到来，尤其是进
入全新世，气候转暖变湿[46]，冰川消融，冰碛物外露，
滑坡、泥石流运动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形成众多滑坡体
与泥石流堆积扇体，主要分布于帕隆藏布右岸（图 17），位于河谷阳坡。近几十年来，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泥石流逐渐成为其中最为重要的物质输运方式，且泥石流沟道由以
前主要发育于阳坡开始向河谷阴坡发育（如天摩沟），说明在气候变化（主要为气温上
升）的影响下，高山区物质输移的主要方式由冰川运动转变为滑坡、泥石流主导，且泥
石流运动对河流地貌影响的重要性呈上升趋势。

5 结论

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高山区坡体易于失稳，泥石流成为主要的灾害类型和物

注：图中1987.12.03表示基于该日影像得到的河道辫状强度系数，其他类推。

图14 泥石流堰塞体上游河段辫状强度变化与泥石流事件的关系
Fig. 14 Relationship between braiding intensity of river reach upstream of the dam and debris flow events

图15 河谷地貌负反馈效应示意图
Fig. 15 Schematic diagram showing

the negative feedback of morphology

evolution of valle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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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输移形式，也是高山区地貌变化的重要驱动力。藏东南帕隆藏布流域泥石流频发，泥
石流小流域自身地貌剧烈变化，上游物源区沟道下切展宽和溯源蚀退，沟口堆积扇冲淤
变化受控于泥石流事件规模和径流强度。泥石流过程显著影响主河地貌过程，造成主河
河道横向冲淤和摆动，极端泥石流事件输运巨量泥沙进入主河，常形成堰塞体。堰塞体
稳定维持后，上游河段平面形态向辫状河型转化，辫状强度受泥石流事件影响而波动变
化。在长时间尺度上，主河道在纵剖面上形成台阶状而在平面上发育宽窄相间的藕节状
地貌形态。未来应持续关注和研究典型高山区泥石流沟（如天摩沟和新暴发泥石流沟）
的地貌变化及泥石流事件（尤其极端事件）对主河（帕隆藏布）河谷地貌和河道形态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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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morphic effects of debris flows in high mountain areas
of the Parlung Zangbo basin, southeast Tibe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limate change

YU Guoan1, LU Jianying1, 2, LI Zhiwei3, HOU Weipeng1, 2

(1. Key Laboratory of Water Cycle and Related Land Surface Processes,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Scienc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High altitude or high latitude mountain areas, especially alpine glaciers and rapidly

shrinking permafrost regions, provide suitable topography and material sou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ebris flow.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limate change, such as rising temperature

and increasing heavy rainfall events, the potential hazard inducing environment of alpine

regions is more likely to trigger hazards. As an important natural hazard and mass flow type,

debris flow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of geomorphologic evolution in alpine

regions. However, few research reported debris flow processes and its geomorphologic effects

in alpine regions due to the difficulty of field monitoring and lack of data. We first analyzed the

morphologic effects of alpine debris flow based on a case study on the Parlung Zangbo basin
(with three typical debris flow prone gullies, i.e., Zhamunong, Guxiang and Tianmo), located in
southeast Tibet, where debris flow occurs frequently. Combined with remote sensing image,
DEM data, UAV aerial photography, high- accuracy survey of RTK and field recording, the
geomorphic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debris flow gully (such as erosion- deposition
variation and wandering) and its influence on river morphology of main channels were
analyzed. The long- term evolution of river valley morpholog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large-
scale debris flow events was also discussed. The debris flow processes in alpine regions
strongly shaped gully morphology. The upstream gully channel is eroded and expanded
strongly, and the erosion-deposition variation of debris flow deposited fan is determined by the
scale of debris flow events and flow intensity. Debris flows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river
morphology of a main channel, which lead to lateral scouring/silting and wandering of the main
channel, and affect the planform channel pattern development of upstream of the landslide
dam. In the long term, the river valley morphology would evolve into a wide and narrow
alternating planform and a stair-case like longitudinal profile.
Keywords: debris flow; southeast Tibet; high mountains; geomorphic effect; long- term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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